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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帝王巡游中，清代乾隆皇帝的南巡最为世瞩目。它前后共计6次，分别发生在乾隆十六年

（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时间

上，六次南巡首尾相距33年，每次历时100余日；地理上，跨越直隶、山东、江苏、浙江4省，往返水陆行

程约3000公里。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巡幸，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南巡负载

了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使命，另一方面，它对巡游地江南[1]地区的山水名胜、文物遗产

等产生了相应影响。南巡期间，乾隆创作了大量诗文、绘画作品，催生了规模可观的刻石活动。这些

诗碑、崖刻将御制山川名胜品题永久性地烙印在江南土地上，成为一种展示着政治权力和文化意义的

特殊的空间景观和文本景观。不仅如此，它们还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媒介，提升了江南名胜的声誉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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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代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催生了大量刻石。它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生产主要缘于地

方官绅邀宠志恩、刻意逢迎，同时也不乏皇帝本人的彰功显绩自我炫耀。异于普通刻石，南巡刻石具有御制

性、官方性的特质。它们以特有的形式见证了清帝巡狩巨典，记录了一代帝王对江南风物文化的恋慕之

情。更重要的是，这些刻石为江南的山水名胜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丰富其文化内涵，对江南地域名胜及文

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发挥着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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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10&ZD069）、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

（1402012C）、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十二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JSNU2014ZD03）、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博士专项科研项目

（JSNU2015BZ2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承蒙范金民与程章灿两位导师悉心指教与斧正，谨致谢忱。

[1]据清代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及文化特点，结合乾隆南巡路线，参考当今学界对“江南”的讨论，本文中的“江南”概

念，主要指乾隆时期太湖、钱塘江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的区域，即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

及太仓州。从广义概念出发，扬州府因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吻合，亦归入其中；苏北的淮安府、徐州府，地理上属于黄淮流

域，与江南概念无涉，但系南巡所经，为论述方便，也偶有涉及。本文“江南名胜”主要指江南的山水、帝陵、寺庙、道观、

行宫园林、私家园林等自然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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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时他曾于此画梅并作歌，后每巡过此、累经叠韵。然而六巡经临该画已失盗，但皇帝并不想追究，因

为“即被人窃取”，“其人亦爱予画耶”？轻松俏皮的反问透露了乾隆对画作被窃取不无自得之意。

4. 佛像刻石。如镇江府有“御笔毗卢佛像”刻石，二十七年（1762）绘，有行书御跋。扬州府有“御

画《天宁寺黄龙佛像》”刻石，前有御书《金刚偈》四句，后有御跋。

其四，御书前人诗文刻石。

二十二年（1757），乾隆巡至徐州苏轼黄楼遗迹时，曾书苏辙《黄楼赋》；巡临放鹤亭遗迹时，又书苏

轼《放鹤亭记》，二文俱曾刻石。二十七年（1762），乾隆巡至苏轼试衣亭遗迹时，发现亭中旧刻苏轼《试

衣亭诗》后二句沿袭俗本之错讹，且字迹拙劣，于是检阅苏集订讹，并仿“坡体”书之，再命地方官勒刻

壁间，以存胜迹。同时，乾隆还用苏韵另作《试衣亭用苏轼韵诗》一首，随后第四、第六次南巡，均曾叠

和苏韵。以上诗作皆曾刻石[1]。

其五，御临法帖刻石。

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有《裴将军诗帖》，该帖楷、行、草相混而书，书法变化多端，气雄力厚。乾

隆四十五年（1780），御临此帖刻石，藏于扬州府。北宋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著名书家黄庭坚有《寒山子

庞居士诗帖》，二十二年（1757），乾隆御临该帖，首题“石牛禅悦”四字，扬州倚虹园摹刻。乾隆自中年

后书风由早年追随皇祖康熙崇尚董其昌，转向崇尚元初赵孟頫。因而在众多临帖刻石中，御临赵帖尤

多。十六年（1751），御临赵氏《雪赋》刻石，前题“纵心浩然”四字，藏镇江府；二十二年（1757），御临赵

氏《兰亭帖》刻石，前题“时和笔畅”，藏扬州府。临帖刻石中，以镇江府御临《瘗鹤铭》的摹刻最为著闻。

其六，御题像赞、御书佛经、偈语刻石。

乾隆巡临杭州寺院时留下不少像赞及御书佛经刻石。如御题唐贯休《十六罗汉像赞》，御书《心

经》于上；御书《七佛偈》并画《婆罗树卷》，《偈》前有御书“义宣实谛”四字，画卷后有赞、跋等，二十七年

（1762）行书，俱刻石壁[2]。

二、南巡刻石的特点、生产主体及缘起

乾隆南巡刻石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数量可观，形式多样。仅《清通志·金石略》载，江浙皖三省

南巡刻石共计约 419 处：江苏共 263 处，包括江宁府 39 处、苏州府 43 处、常州府 27 处、镇江府 48 处、淮

安府 33 处、扬州府 45 处、徐州府 28 处。安徽共 3 处。浙江 153 处，包括杭州府 143 处、嘉兴府 5 处、绍

兴府 5 处。刻石内容凡属诗歌，多将数巡同题作品刻于一石。形式上，有碑刻、摩崖、临帖、经幢、像

赞、画像等，各类俱备。其中御制诗碑，地方有司多建亭安奉。其次，有显著的地域特点。御撰名胜题

咏、题目刻石，扬州、镇江、苏州、杭州、江宁等名胜汇集之地较多。御临法帖刻石，扬州一地颇多；御制

像赞与治理海塘诗文刻石杭城较多，这与乾隆赴浙治理海塘并喜幸杭州寺庙有关。最后，碑刻多将康

熙、乾隆御作勒刻一石。康熙六次南巡也留下了众多刻石，较著名的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诣明孝陵

亲祭，御书“治隆唐宋”四字勒碑[3]。颇有意趣的是，乾隆对于皇祖的追崇不仅体现在六次南巡的亦步

亦趋，还体现在巡幸途中一些细节的效法上。如巡临江南名胜，凡遇康熙题咏之处，乾隆多有和韵，和

诗即刻于康熙碑刻之阴，如“西湖十景”碑。又如浙江山阴县兰亭，康熙御书“兰亭”二字，刻碑；碑阴即

[1]《清通志》卷一百十九：“御制《试衣亭用苏轼韵诗》，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九年，七言绝各一首，

俱行书。”

[2]《清通志》卷一百二十。

[3]〔清〕黄之隽：《江南通志》，〔扬州〕广陵书社2010年版，卷三十七《舆地志》。

226



艺 术 研 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2· ·

刻乾隆御制《兰亭即事诗》1首[1]。

大多数宸翰刻石是在乾隆南巡期间发生的。易言之，乾隆每次巡幸都能看到自己旧作或当年的

作品，被地方郑重刻石的情形。如二十二年（1757），乾隆游览苏州支硎山时有诗：“旧题宛在苍崖泐，

何事苔痕半隐然。”（《支硎山》）[2]可见当他第二次南巡时，首巡诗句早已刻崖。二十七年（1762），乾隆

登临江宁栖霞山最高峰时，作诗“泐石长歌一再读，却教视冺去来今”，自注：“丁丑登最高峰，长歌纪

事。”[3]以此可知，乾隆丁丑二巡所作长诗《登最高峰望江放歌》，在他三巡途经时已被刻石。诸如此类

写南巡旧作勒石的诗句俯拾皆是，如“题罢掷笔听泐壁”（《寒山千尺雪五叠旧作韵》）[4]、“七字捉成壁间

泐”（《漪澜堂三叠前韵》）[5]、“诗成依例仍勒壁”（《题黄楼五叠苏东坡韵》）[6]、“历历旧作书壁明”（《涿鹿

行七叠前韵》)[7]、“前题石碑泐”（《昭庆寺》）[8]、“前度示训言，已勒琬琰寿”（《四依皇祖示江南大小诸吏

韵》）[9]等。这些诗句共同透露了一些讯息：南巡诗文在江南各地被广泛刻石；乾隆皇帝对此事津津乐

道，又进一步激起了臣民的刻石热情。

这一盛况启发我们对刻石生产主体及缘起作深入思考。

就目前所见史料文献看，刻石制作主导方多系省府、州县重要行政官员。如二十二年（1757），乾

隆幸无锡寄畅园，改园中形如少女理妆的美人石名曰“介如”，并绘图一幅。御赐名虽不甚合，但地方

官慑于皇威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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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刻意逢迎、邀获圣眷。刻石这一形式极具纪念与记忆的价值[1]。宸翰一旦付诸刻石，就能凭借石

质坚固的属性而获得永久生命力。临幸中的帝王在观看旧作刻石时，即可直接感受到自己无所不在

的尊贵。尤其治河安澜诗文，它们公开展示了皇帝勤政忧民，所以颇有必要付诸刻石。地方官揣测圣

心，在庞大的御制诗文中选择性将部分宸翰刻石，以展示圣功伟绩，这无疑难脱献媚逢迎之意。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还有另一种情形：即皇帝下令刻石。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好大喜功、颇为

自负，这些刻石正是他炫耀功才的绝好媒介。他常常直接命令地方将己作刻石，那些纪游诗，或为兴

修神祠“答神贶”的庙碑文，如《重修惠济祠碑文》、《浙海神庙碑文》；或记录其与乃父雍正的“圣神”功

绩，如《登开化寺六和塔记》、《河复记》，后者更系乾隆亲书刻石。“御碑钦仰示千秋”（《谒海神庙瞻礼三

叠旧作韵》）[2]。这些刻石在江南的土地上“永昭明德”[3]，向江南臣民宣示着皇帝的才学、孝道、省方设

教之英明与南巡各地的伟绩，完美地塑造了皇帝励精图治的形象。

总之，南巡刻石主体多为地方官与私家园主，刻石目的既有地方官绅的夸示与逢迎，也不乏皇帝

本人的彰功显绩，以宣示天威宸聪。

三、南巡刻石对于江南地域文化的独特意义

刻石是铭刻在石碑或崖壁上的历史记忆，南巡刻石以特有的形式记录了清廷巡狩巨典。它们有

着普通刻石不具备的特殊性质，即御制性（御撰、御题、御绘，有的还是御笔亲书）、官方性（与巡狩巨典

相关）与政治性。因而，对于刻石的承载地——江南地区的山水名胜，它们发挥着一般石刻所没有的

独特影响。

1. 南巡刻石具有文物、文献价值，是江南的独特文化遗产。

首先，南巡刻石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从艺术史角度看，御碑能让人们领略到一代帝王的书法、绘

画艺术。南巡御碑诸体俱备，全方位地展现了乾隆书艺。篆体如苏州寒山别墅御书“空谷”、“芙蓉泉”

等字，楷书如龙井“龙泓涧”、“神运石”、金山“妙高台”等，草书如莲华峰三生石摩崖御书“无不奇”。品

题时，乾隆还颇喜仿效前代书法名家，如扬州府藏四十五年（1780）御书“康山草堂”四字刻石，即效仿

明代董其昌而书。仿效名家名帖并刻石，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镇江焦山藏御临《瘗鹤铭》刻石，此事对当

时的文物流传与保存发生了极重要的影响。此铭原刻于焦山西麓石壁，具体年代及作者众说不一。

在珍品云集的焦山宝墨轩碑林中，此铭堪称“碑中之王”，黄庭坚誉为“大字之祖”。二十二年（1757）驾

幸，乾隆见此铭崖刻年久剥蚀，遂亲自“重书一通”（《题瘗鹤铭》）[4]，勒石传世。此帖的摹刻为时人引为

盛事，称之“龙翔凤翥，藻耀万古”[5]！乾隆本人亦颇自得，四巡作《题瘗鹤铭》云：“漫漶全文惜湮灭，重

书图驻脆中牢。”[6]六巡又云，“焦山之游止于此，泐石翠岩，以待千载游客闻其闻”（《游焦山作歌四叠旧

作韵》）[7]。他坦言勒刻岩壁是为等待千载后的游客仍能知悉皇帝的风雅才情。事实也是如此，经历两

百余年风雨侵蚀的南巡刻石，如今都是江浙地域珍贵的艺术品，或竖立于景区鲜明位置，或嵌置于室

内醒目方位，展示在一代又一代的游客眼中。它们在人们对于江南绿柳红桃、杏花春雨的审美印象、

[1]参见程章灿《汉唐石刻——中国式的纪念与记忆》，〔上海〕《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2期。

[2]《钦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二。

[3]〔清〕观保：《圣驾三巡江浙记》，董诰等《皇清文颖续编》卷八，《续修四库全书》景印嘉庆武英殿刻本。

[4]《清高宗御制诗集三集》卷四十九。

[5]《钦定南巡盛典》卷八十五名胜。

[6]《清高宗御制诗集三集》卷四十九。

[7]《钦定南巡盛典》卷二十一。

228



艺 术 研 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2· ·

经验和记忆[1]外，更平添一层历史的凝重感。

其次，南巡刻石具有文献价值，是“补史证史”的宝贵材料。河工海塘纪事诗文刻石记载了乾隆擘

划海塘、黄淮河工工程付出的种种努力，生动再现了皇帝焦虑、欣喜、惊惧的心情，形象地谱写了一篇

治河安澜的“诗史”，正可与正史、实录等相印证。他如《荆山桥记》刻石记录皇帝监察重修荆山桥有司

侵冒工钱一案；《广陵》、《茅山》两篇刻石文字订正了两地沿袭已久的疑讹；勒于西湖行宫的《宋孝宗

论》刻石则宣示了天子之孝“不在承欢小节”。

最能体现乾隆考证功力的刻石案例是“御摹梅石碑”。杭州宋代德寿宫旧址宗阳宫，旧有苔梅 1
株、芙蓉石 1 块，其旁立一石碑刻绘有此梅与石的《梅石图》。《浙江通志》称此图系蓝瑛所绘。十六年

（1751），乾隆寻幽时有《题德寿宫梅石碑》之咏。碑旁芙蓉石，地方官因皇帝喜爱将其进贡，入长春园，

御赐名“青莲朵”。三十年（1765），乾隆再幸审视梅石碑时发现该《梅石图》蓝瑛只画了石头，梅花系蓝

瑛好友孙杕所绘，于是撰文订《通志》之讹。随后又将这块珍贵的梅石碑也运回了京城。是年冬，乾隆

亲自重摹了一块梅石碑，并将记载前后寻访、订讹事迹的诗歌亦刻于这块“复本”梅石碑上。“复本”新

刻连同旧刻，一同送回杭州原址。至此，杭州宗阳宫存有两块“梅石碑”，一是漫漶残破的原刻，一是乾

隆的御摹重刻。此外，在北京还有一块梅石碑，它是三十二年（1767）乾隆因杭州新、旧两碑虽存，但所

绘名物早已变换：梅花枯槁、芙蓉石已运至京城。为承风雅，他决定再摹一块梅石碑，置于御园芙蓉石

之侧。三块梅石碑的“曲折历程”，原碑、摹刻、重刻的过程，使得原本一块普通图碑从逐渐漫漶走向清

晰，再以复本的形式由南至北，使得更多观众领略其魅力。它们不仅见证了南宋德寿宫旧物芙蓉石、

梅石碑的奇特遭际，也向世人展示了皇帝对古迹的珍视，对江南历史文物、文化的尊重。

2. 南巡刻石是江南名胜的独特组成部分，具有审美、艺术价值。

石刻尤其碑刻，其制作本身就有“主动展示”的动机，它的景观性是与生俱来的。南巡刻石又因与

帝王密切相关，因而书写、镌刻及制作都极讲究，它们本身就是艺术品，呈现出空间美、艺术美和人文

美。与江南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景观相配置，真正能达到交相辉映、彼此凸显的效果。在当时及后世

的游记中，我们常能发现安置御书刻石的“御碑亭”，成为江南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对游人起着特别的

导引作用。光绪二年（1876）二月十二日，学者李元度偕友游镇江金、焦、北固三山，曾撰记纪游。记文

展现了南巡给三山烙下的“深刻印记”——众多“御碑亭”成为一个个地标性建筑。黎明，李元度一行

抵达焦山，舟即泊于御碑亭下，“读高宗御制诗”；游定慧寺，寺左右碑亭各一，皆康、乾御笔；再至古《瘗

鹤铭》处，诸临本上方有乾隆御临本；再折至焦隐祠，沿路共有三座碑亭，系乾隆“六叠苏轼韵”。至甘

露寺，又阅乾隆御制诗碑。游竟返金山，至“江天一览”亭，亦为“高庙御题也”。文末，李氏感慨道：两

帝南巡时，金、焦并建行宫，山川秀杰之气“必有独惬圣衷者”，以至留下如此多的御书刻石！虽然陵谷

变迁、台榭兴废无定，然而，“云汉天章”凭依碑石与山川胜迹一样“历千劫不朽”[2]！这篇游记距离乾隆

最后一次南巡仅仅90多年，行宫兴废已令人如此唏嘘。两百年后，南巡行宫早已面目全非，但这些诗

碑很多仍巍然屹立，它连同承载的品题文字都构成了江南的人文风景。

如镇江三山一样，江南众多名胜都有乾隆诗碑。嘉兴南湖烟雨楼存留着两块诗碑，上刻乾隆 14
首诗歌，记录了他六巡八次登临该楼，为烟雨空濛的南湖风光流连不已的经过。苏州现存 10 余块御

碑：灵岩寺有礼佛御碑1块；虎丘有诗碑2块；胥门皇亭街有闻名的“三巨碑”；吴县邓尉香雪海，乾隆五

[1]关于中国文学与历史中的江南意象、江南隐喻和江南认同，可参看胡晓明《“江南”再发现——略论中国历史与文

学以及海外有关中国典籍中的“江南认同”》一文，载《中国文史上的江南——“从江南看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

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页。

[2]〔清〕李元度：《游金焦北固山记》，《天岳山馆文钞》卷十七，光绪六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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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游历皆作长歌，均曾勒碑，现存其一；穹窿山三茅峰有诗碑1块；寒山壁岩存2首摩崖诗刻[1]。以上诗

碑的书刻艺术都堪称精品，富有观赏价值。

近人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有评曰：“高宗席父祖之余烈，天下晏安，因得栖情翰墨，纵意游览，每

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盖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

少雄武之风。”[2]乾隆书法早年受到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等人的影响，中年后书风从尚董转为崇赵孟頫。

综观乾隆刻石书法，楷书规正端丽，行书“浑劲中见洒脱，遒壮中见俊秀”[3]。这些书迹与碑石、碑亭一

起，作为一种特殊的书法、建筑文化，构成江南的新景点或景区标志性建筑，“足以粉饰名区，而见珍于

士君子之嗜奇好古者”[4]。同时，碑刻文本因系乾隆对江南景观的品赏、点睛，又参与了景观本身的塑造

与生发。人们藉此可以领略清帝的诗才和书艺，还可凭此想象当年乾隆对江南名胜、先贤的钦慕之情。

3. 南巡刻石对江南名物、名胜的流传、扬名具有深远影响。

刻石便于传之久远，并能化身众多拓本，在文化传承上具有异于纸质文献的独特效力。南巡刻石

因附载着帝王的政治与文化权力，它的加入更对江南名物、名胜等景观的诠释与传播产生非同一般的影

响力。英国学者伊恩·D·怀特（Ian D. Whyte）指出：“景观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和人造景物的特定组合，任

何一个景观，不仅包括我们眼前见到的物体，而且包括那些我们心中的想法。”[5]南巡石刻景观是一种由

文本构成的景观，它的文本吸引了不同时地前来江南参观或者江南本地的读者（观众）的围观阅读，阅读

时，读者们无法摆脱或根本无意识摆脱的是帝制文化权力的展示与渗透，它们将构成读者（观众）对江南

形象诠释体验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诠释与体验从另一个角度正表明了石刻景观独特有效的传播功能。

在名物方面，可以现今杭州碑林收藏的一副珍稀的《十六罗汉像》刻石为例。唐末以来，十六罗汉

是佛教雕塑、绘画艺术中非常流行的题材。然而时代久远，唐末五代很多画作都湮没无传。唐人贯休

绘有此像，该组画像自问世后流传浙中，至清辗转入圣因寺。二十二年（1757）仲春，乾隆二巡驻跸圣

因行宫时御览了这组罗汉像，酷爱书画又自矜学问的皇帝认为“尊者名号，沿译经之旧，未合梵夹本

音，其名次前后亦与章嘉国师据梵经所定互异”，于是亲自为这组罗汉重译名号、排列次第，且各题赞

语。为感念圣恩，七年后（1764），圣因寺住持明水禅师募资将画像及御书题赞、御定罗汉位次及名号

摹勒刻石，每像一石。碑石上的罗汉姿态各异，神情超凡；石刻采用线刻、凹面刻等技法，刀法纯熟，线

条劲畅，纤毫毕具，展现了贯休原作的绝妙风神，而这件珍贵艺术品得以流传，离不开南巡题赞及刻

石。不仅如此，该石刻自诞生之时起，它及所在地圣因寺也声望大增，石刻拓本随即得到行世传播[6]，

经过御定的十六罗汉位次也因此成为清代中后期宫廷画师创作和宫廷文物著录的新标准。

御题刻石对于名胜扬名发生巨大影响的典型例子是江宁府栖霞山。乾隆以前，栖霞在金陵诸山

中地位升沉不定，“有显有晦”。自二十二年（1757）于此山建行宫后，乾隆数巡均驻跸于此。山中诸景

“屡邀睿赏”，六巡共题诗119首，楹联、匾额50余幅[7]。不仅数量多而且创设了新鲜的组景名目，如四

十五年（1780），钦定玲峰池、紫峰阁、万松山房、天开岩等为“栖霞十景”。御题“十景”被一些方志郑重

[1][3]张晓旭：《苏州碑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第117页。

[2]祝嘉：《书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72页。

[4]〔清〕钱维城：《湖山便览序》，《茶山文钞》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景印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5]〔英〕伊恩·D·怀特（Ian D. Whyte）：《16 世纪以来的景观与历史》，王思思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3页。

[6]参见王霖：《贯休〈十六罗汉图〉考——以杭州西湖圣因寺藏本为线索》，〔北京〕《新美术》2013 年第 5 期。台湾学

者陈清香《罗汉画像研究》（《华冈佛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一文提到了此石刻拓本传至广西桂林和香港，并在两地得到

重新摹刻。

[7]据《钦定南巡盛典》“天章”及“名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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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1]。以上品题不少在当时就曾刻石，安置山中，记录着皇帝的临幸及欣赏，被誉为“古今罕觏之

胜”！它们使栖霞山名气更盛，引得“士大夫每过江表，必诣栖霞作竟日游览”[2]。栖霞素有的“金陵第

一明秀山”之誉，也源自乾隆首幸所作诗句“第一金陵明秀山，所欣初遇足空前”（《游栖霞山》）[3]。数百

年来这句赞语成为栖霞“标志”，乾隆留下的多座御碑在山中与众多南朝石刻、唐碑交相辉映[4]，提升了

栖霞山的文化内涵与知名度，乾隆本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该山最高级别的形象代言人，最热心的宣传

员之一[5]。

“自古胜迹之传皆以人重。”[6]贤人名士生平游历所止，即便是偶然造访的一堂一亭，历经千载，人

们仍常在荒烟蔓草间追踪旧迹。那么，专制时代帝王的临幸与品题，对于江南来说不啻是一次次有力

的宣传与推介，留存的刻石则是一份份可永久流传的宣传单。它们矗立在江南地面上，自生产之时起

就与周遭的山水树木、亭台建筑相互映带，构成了江南引人注目的景观，公开地展示在后世游客眼中，

不断推广着江南的声名。

综上所述，乾隆六次南巡催生的刻石，是江南的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是江南名胜景观的吸睛之

点。清朝统一中国后，在马背上征服天下的统治者面对他们亦敬亦畏的汉族文化时，采取了一种刚柔

并济的治国策略。为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康、乾二帝先后六举南巡。撇开政治策略与经济意图，当

他们从北方踏入柳绿桃红的江南，在视听感官上也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欣赏感叹之余发为吟咏，意

犹未尽，又勒刻碑石以永其传，保存了这份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载体特殊（石刻异于纸质文献），

内容与作者特殊，生产方式也很特殊，是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由北方外来的帝王与江南的山川臣工遇

合而产生的结果。

这些刻石展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江南美景与文化——以优美灵动的山水、典雅别致的园林、丝

竹飘荡的游船等著闻——情不自禁的喜爱和尊重。然而，如果进一步深看，又不仅止于“钦慕”的表

达，因为“江南”这个地区符号在满人眼中其实最具“汉人”特征。由此我们反观南巡刻石的内容本身

与制作意图，不难发现它们透射了乾隆皇帝对“江南”地域抱有的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

嫉妒的心态，这种既爱且惧的复杂感知[7]，促使他在南巡过程中有意识地参与到江南地域形象、文化的

塑造中，即通过大量名胜品题、考证订讹、记录事功等诗文、题目、绘画的刻石，向世人宣示孔武有力的

疆域开拓者清朝统治者并非江南文化的“他者”，而竟可以成为她的研究者、传播者甚至意义的再创造

者。这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看不见的文化交锋，是清朝帝王所希冀的超越简单的区域征服和制度安

排，从而达到在文化心理、情感等层面建立统治合法性基石的目的。

〔责任编辑：平 啸〕

[1]例如〔清〕陈毅《摄山志》卷一，将十景分别绘图、附说。乾隆五十五年汪志伊刊本。

[2]陈毅《摄山志》凡例。

[3]《钦定南巡盛典》卷六。

[4]目今栖霞山存留较为完好的御碑仍有四通，分别是景区试茶亭、白乳泉摩崖石刻旁的《皇甫冉陆鸿渐栖霞寺采茶

诗韵》、栖霞寺内的《游栖霞山》及《诗六首》，以及近年新发现的非常完整的《玲峰池》御碑。

[5]程章灿：《诗歌与栖霞山》，〔南京〕《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5期。

[6]〔清〕吴耆德：《重修黄楼记》，朱忻等〔同治〕《徐州府志》卷十八上，同治十三年刻本。

[7]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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